
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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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初，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沿袭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尊崇孔子与孔子之道，对程朱理学

“益张而大之”，命臣僚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尽管永乐时期的儒士更加谨守程朱之

绳墨，但如杨士奇等台阁重臣的道学主张中仍带有一定的心学色彩，更有道衍及其所撰《道余录》对于程

朱理学的抨击，表明永乐时期儒学与思想界隐含着复杂或者说是多样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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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强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洪武三年设立科举制度时，规定八股文

取士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命题，考生在阐述观点或发表议论时不能脱离朱熹的集注，此即《明

史·儒林传》序论所云:“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

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

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①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继承明太

祖的思想文化政策，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书》，将程朱的经传、集注加

以辑集，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统治。

明初儒士本来“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朱棣三部大全的编纂，使得永乐时期的儒

学与儒士更加“矩矱秩然”，如曹端、胡居仁等人“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②。尽

管如此，永乐时期的儒学仍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本文以永乐重臣杨士奇与辅佐朱棣夺得帝位的道

衍为例，分析永乐时期儒学的另外两种形态。

一

杨士奇，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建文时入翰林院，充《太祖实录》编纂。朱棣攻取南京之后，命方

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从而被诛十族。杨士奇为之起草即位诏书，由此受到朱棣的宠信。永

乐六年，朱棣征漠北，命杨士奇与蹇义留南京辅佐太子监国，开始受到朱棣的倚重。明仁宗在做太

①②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7221，7222 页。



子时就对杨士奇倍加信任和尊重，杨士奇自记云: “永乐中，臣同尚书蹇义侍仁宗皇帝监国，义重厚

老成，更历多而疑虑深，临事寡断，每同承顾问，一事之间，义常持两端，犹豫久未决。臣进曰‘有事

须行，无终不决之理。’……上笑曰:‘此须兼知仁勇。自今议事，只如士奇言，择当理者从之，不须多

思致惑。’”①仁宗即位初，重用杨士奇、蹇义、夏原吉，命其“但有事须尽言，庶几以辅吾不逮”②。杨

士奇又在《三朝圣谕录序》中自言所受之宠任说:“仁宗皇帝、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宠任士奇者，始终

皆如永乐。士奇祗事三圣三十有三年，宠愈厚，而官愈进。”③可谓受宠幸之极。

杨士奇存世作品不少，四库馆臣云:“集分《正》《续》二编，正集所载较少，续集几至倍之。其别

集四种，曰《代言录》，乃制勅之类; 曰《圣谕录》，曰《奏对录》，曰《附录》，则士奇之传志诸文咸在

焉。”④大学士黄淮作《东里集》序开篇云:“天生间世之才，必予之以清明粹温之资，际夫重熙累洽之

运，发为事业，参赞经纶，辅成国家之盛，著为文章，宣金石，垂汗简，以彰文明之治”等语，是为表彰

杨士奇蓄势，下句即云:“观于今少师东里杨公士奇可见矣”。杨士奇“蚤失怙，奋志卓立，读书数行

俱下”，所交为“鸿儒硕士”，所谈为“道德仁义”，其文学“芳润内融，彪炳烨乎外见，濡豪引纸，力追

古作”，“历事四圣熙洽之朝”，朝中之“大论议大制作”，出其手者居多; 其所撰写“应世之文”，“率

皆关乎世教”，作品“吐辞赋咏，冲澹和平，沨沨乎大雅之音”⑤。

所谓“大雅之音”，其实就是颂扬和粉饰。杨士奇因其作品雍容华丽的风格，被视为明初台阁体

的重要代表。与颂扬和粉饰的文辞相比，杨士奇更视自己为道学家。杨士奇家族“世以赀雄邑

中”⑥，一直颇有声望，“杨氏之先世有盛德魁杰之人，其文章政绩蔚然有声于时”⑦。杨氏之先曾

祖，与元代文学家、道学家交游密切，“虞、范、揭、杨皆与先曾祖有交好，余犹及见先世所藏诸公往还

书牍。危公与先祖兄弟同游吴文正公之门”⑧。虞集、揭傒斯、范梈、杨载被称为“元诗四大家”，同

时也是著名理学家，其中《宋元学案》卷九十二列虞集为吴澄门人、卷八十二列揭傒斯为许谦门人、

卷八十三列揭傒斯为程钜夫门人。杨士奇先祖与危素同出吴澄门下，吴澄则是朱子门人。先祖以

及这些道学家们的道学观念对杨士奇必定有着重要的影响。杨士奇尤其对吴澄有着深厚情感，在

其努力下，永乐时吴澄“从祀孔子庙庭”。杨士奇力主吴澄从祀孔子庙，朝野多有非议，如黄光升论

及吴澄“从祀孔子庙庭”时云: “从杨士奇之议也。孔门之教以伦为重，国家祀典取其有益于风教

者，吴澄忘宋事元，无君臣之伦，而为风教之玷者也，杨士奇以乡里之私，敢于欺君罔圣如此。”⑨杨

士奇顶着“乡里之私”的批评，仍然坚持吴澄从祀，可见其对吴澄的尊崇。

自幼受到系统的道学训练，杨士奇对道学极为重视。《明史》本传云: “六年，帝北巡，命与蹇

义、黄淮留辅太子。太子喜文辞，赞善王汝玉以诗法进。士奇曰:‘殿下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

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这段话出自杨士奇的《三朝圣谕录》卷中，原文云:

永乐七年，赞善王汝玉每日于文华后殿说赋诗之法。一日，殿下顾臣士奇曰:“古人主

为诗者，其高下优劣何如?”对曰:“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熏》之诗是唐虞之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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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最为尚矣。后来如汉高《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作，则所尚者

霸力，皆非王道。汉武帝《秋风辞》气志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如

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

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诗集甚多，何谓诗不足

为?”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注》诸书，作诗特

其余事。于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

诗赋只是“于明道玩经之余”的一种娱乐，可谓是典型的道学家语。太子质疑儒者亦作诗，

杨士奇则将儒者从品格上分为高下两类: 道德之儒为品格之高者，只注重“记诵词章”之儒者则

被“前辈君子谓之俗儒”①。杨士奇的这个观念与宋濂极其一致，宋濂曾将儒者分为“游侠之

儒”、“文史之儒”、“旷达之儒”、“智数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道德之儒”，二人所说

的道德之儒之意相同，宋濂解释道德之儒说: “备阴阳之和而不知其纯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

深焉，达万物之望而不知其远焉，言足以为世法，行足以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记诵词章”

的俗儒对应宋濂所说的“章句之儒”，章句之儒“业擅专门，伐异党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

求意，无高而弗穷，无远而弗即，无微而弗探，无滞而弗宣，无幽而弗烛。”②杨士奇的记诵词章之

儒同样是这样的意思。

杨士奇与宋濂一样以“道德之儒”作为身份认同，文采出众却不以“记诵词章”与“娱意于文事”

的文人自任，而是以道学家自任。杨士奇在为蹇义所作之《退思斋记》云:“古大臣君子……退而思

其道，进而施诸事，必使衮职无阙，庶官无旷，五典修，百度贞，阴阳和，时序顺，四海熙熙，无一物之

弗遂，庶几尽吾职，而有以副明主之德意与天下之人望。”杨士奇以“吾职有所未尽”表述其“退而思

其道，进而施诸事”、“汲汲焉求诸心而不遑暇”地“以身任天下”③的心迹。

明初儒学复兴，宋濂等人视孔子为“道德之儒”典范，杨士奇同样极力阐扬孔子之道，其在《金

华县重修庙学记》中言“孔子之道出于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④，《兖国复圣公新庙之碑》中言

“孔子之道原于天”并“惓惓于推眀斯道，立教垂世以副天之意”⑤，《江阴县先圣庙学重建记》中言

孔子之道乃“天之道也”，是“国家生民不可一日以无者”⑥。在杨士奇看来，孔子与伏羲、神农、黄

帝、尧、舜、禹、汤、文、武一样是“天之生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在位的行

道者，所行之道是指“大而天叙之典，小而动静云为之则”; 尽管道“皆非有待乎外者”⑦，却“非得孔

子之教则不能以皆眀”⑧。孔子虽不得位，却因其“惓惓于推眀斯道”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

汤、文、武之后，才使得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行于后世，“自周而后二千年，为君

知尚于仁，为臣知尚于敬，父知尚于慈，子知尚于孝，夫妇、长幼、朋友各知所当尚，及夫知好善而恶

恶，知贵王而贱霸，知尊中国而外夷狄者”，此“皆孔子之功”; 若无孔子，道“几于熄”而民“几于夷狄

禽兽”⑨。朱熹著《纲目》也是孔子之意: “孔子伤周东迁之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不行，上失

·901·

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①

②

③

⑤

⑥

⑧

杨士奇:《东里集》别集卷二。又参见《国朝典故》卷之四十六《三朝圣谕录》卷中，四库全书本。
宋濂:《潜溪前集》卷之六《七儒解》，见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

第 70—72 页。
④⑦⑨ 杨士奇:《东里集》卷之一。

杨士奇:《东里别集》卷一。
杨士奇:《东里集》卷之二。
杨士奇:《东里别集》卷一《兖国复圣公新庙之碑》。



其所以为君，下失其所以为臣，彝伦斁而天下乱，故作《春秋》以正君臣、父子、尊卑、内外之分，以明

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行焉，《春秋》之书无作

矣。春秋之后降为战国，为秦汉以至于隋唐五代，其为斁且乱益甚，朱子效《春秋》作《纲目》，亦孔

子之意也。”①孔子“其道仁义道德，其事父子、君臣、尊卑、内外，其器《易》《诗》《书》《春秋》《礼》

《乐》”，都是本于天，天使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②; 孔子之道为天下国家者

“不可以一日无”，为天下国家者能用孔子之道则“天地以位，万物以育”③。

上述言论表明，杨士奇对孔子以及孔子之道的大力褒扬可谓是达到了极致，甚至到了僵化的程

度。杨士奇宣扬孔子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天地以位，万物以育”、“父

子、君臣、尊卑、内外”名分位正，使孔子之道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但在他这里，“人”却消失了，作

为个体的“人”被“道”和社会伦理秩序所掩盖。《金华县重修庙学记》中“微孔子”则“斯道几于熄”

“民几于夷狄禽兽”、《兖国复圣公新庙之碑》中“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几何不沦于夷狄禽兽”等

语，成为晚明李贽等心学家所批评的标的。李贽在《赞刘谐》文中以“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

烛而行”的口吻，批评当时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④的观念。李贽的观念来自于王阳明，

王阳明告诫后学要从自己的内心中求孔子之道: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

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

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⑤王阳明这是以发展的观念来认识孔子之道，庸常者之言若“得之于心”⑥，则

同样与孔子之道一致，这是王阳明心学“人人皆可为尧舜”观念的体现。李贽提出不以“孔子之是

非为是非”，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未尝有是非耳”⑦，是对王阳明之说的继承，在一定程

度上是对杨士奇无孔子“斯世斯人几何不沦于夷狄禽兽”的批评。李贽的说法，并非是在批评孔子

之道，而是要将“人”与孔子之道结合起来。对于王阳明和李贽的看法，很多程朱理学学者并不赞

同，清代事事遵循古法的冯班批评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看法，说: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

非为是非则不齐，推之至于天下，是非不同则风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赏无常，乱之道也。李卓吾者，

乱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一部《春秋》不过如此。”⑧冯班所说的“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基本上就是宋

濂、杨士奇等人观念的回归。

南宋儒学开始有理学与心学之分野，在道学观念上，杨士奇所承袭的无疑是程朱理学。永乐二

年，饶州儒士朱季友献书被斥，《明太宗实录》载:“饶州鄱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

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等请寘于法，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

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⑨杨士

奇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其《圣谕录》载云:“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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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

广、侍讲杨士奇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

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①朱季友之说已无从了解，从

“专斥濂、洛、关、闽之说”来看，有可能是倾向陆九渊心学的士人。后世关于朱季友献书被斥之事的

采录，基本上都来自于杨士奇的《圣谕录》，如余继登《皇明典故记闻》、沈德潜《万历野获编》等。朱

季友的被斥，宋端仪直接归因于杨士奇:“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

之说，肆其丑诋。杨士奇白上，命官押回本贯，会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

所著书焚之。”②陈建《学蔀通辨》载云:“闲饶州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毁濂洛关闽之说，文庙与大

学士杨士奇议，命礼部焚其书，罪斥之。”③杨士奇“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的明确态度，表明他

是程朱理学的维护者。

二

杨士奇对于程朱理学的维护和遵奉，是永乐时期儒学的主流。然而，同是在尊崇程朱理学的永

乐朝，却出现了一位严厉批评二程和朱熹的僧人，这个僧人就是道衍。

道衍，幼出家为苏州妙智庵僧，“好读书工诗文”。据其《祭莹中文》中所言，洪武八年时诏取通

儒学僧出仕，道衍与莹中禅师一起赴京接受朱元璋的召见，道衍其时表明自己是“通儒学僧”。洪武

十五年八月，朱元璋命选取佛僧侍奉亲王，道衍又与莹中“同选举”④。选任僧徒参与政事，是朱元

璋经常使用的做法，明末永觉元贤禅师( 1578—1657 ) 曾论朱元璋的这一做法云: “唐以前，僧见君

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

道。至宋绝无此事，然犹有上殿赐坐、入宫升座等事。至近代并此亦无之，僧得见天子者绝少。惟

洪武间尚有数人，然止于奉和圣制，及差使外国。且有强畜发而官之者，且有和诗用一‘殊’字而被

杀者。”永觉这段话意在强调“以僧德历代而递衰，故待僧之礼亦历代而递降”⑤，但提到的僧人参与

政事确是事实。道衍被派遣侍奉燕王朱棣。道衍到北京侍奉朱棣后，“以谋于太宗，起燕邸”⑥，辅

佐朱棣起靖难之师并夺得帝位，“靖难之功广孝第一”⑦，并被朱棣赐名姚广孝。

靖难之功第一的道衍在享受朱棣宠遇的同时，却遭到了友人的严厉批评，王鏊在纂修的《姑苏

志》中提到张洪“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见《道余录》辄为焚弃”⑧之语，表明道衍所著的

《道余录》在当时受到了围攻。明代中期之后，道衍受到了更多的指责和诋毁，以致于清朝四库馆臣

编撰《四库全书》时将其与严嵩并列，云:“至于姚广孝之《逃虚子集》、严嵩之《钤山堂诗》，虽词华之

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蠧国，绳以名义，非止微瑕，凡兹之流，并著其见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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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①清末刘声木在“僧人位至将相”中将其视为

“无道德之可言”者:“世人但知明姚广孝起自缁流，佐成祖以得天下，而不知元刘秉忠亦起自缁流，

佐元世祖受命。姚广孝之佐成祖，以篡取侄位，原为利禄而起，无道德之可言。”②即使佛教僧徒亦

视之为罪人，永觉元贤禅师评论刘秉忠与姚广孝以僧徒身份“贪谬妄之勋名”说: “僧家寄迹寰中，

栖身物表，于一切尘氛尚当谢绝，况可贪禄位乎? 一切文事尚不可与，况可操武事乎? 自元时刘秉

忠首开此禁，继而姚广孝效之，贪谬妄之勋名，破慈悲之大化，佛门中万世之罪人也。”永觉又认为二

人还是名教之罪人:“今二人者，既身为释子，非在家之比，又其所为者破灭纲常，祸流四海，有何利

益而可谓之大权乎。是非独为佛门之罪人，亦名教之罪人也。”③

时人及后人对于道衍的攻击和指责，一是对其辅助朱棣起兵夺帝位的不满，认为这是“谋逆”之

行为; 二是对其所著《道余录》的极大不满。程朱理学学者对于道衍的不满与指责，应该主要是由

《道余录》引起的。永乐十年，道衍作《道余录序》，其中说“三先生( 二程、朱熹) 因不多探佛书，不知

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故摘《二程先生遗书》中二十八

条、《晦庵朱先生语录》中二十一条“极为谬诞”者“逐条据理，一一剖析”，这样的做法引起程朱学者

的愤怒，道衍自己亦能想到，因此说“知我罪我，其在兹乎”④。从《道余录》看，道衍是将程朱著述中

对于佛教与禅学那些常见且影响大的批评摘出来，一一加以反驳。

首先摘出来的，就是关于程朱对佛教弃绝纲常伦理的指责。程明道批评“佛学大概且是绝伦

类，世上不容有此理”，实际上这是儒家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对佛教的普遍批评，道衍对此极不赞成。

道衍指出“佛未尝绝伦类”，“佛当日出家，已纳妃生子，然后入雪山修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觉”，所

以释迦牟尼没有绝人伦，后来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持这样的说法。且“出家者为比丘，割爱辞亲，剃

发染衣，从佛学道。在家者为居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此等事，何尝无之。”道衍接着以儒家的事例

反驳:“若言绝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如吴泰伯让王位，断发文身，逃于荆蛮，孔子称其为至德，而于

吴庙食万世。又如伯夷、叔齐，谏周武王，不听，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隐于首阳山，遂饿而

死，孟子称其为圣之清者。”吴泰伯、伯夷、叔齐同样是隐居出世，如同佛教的僧侣，却“未尝言其绝伦

类”，因此佛教的僧侣也不能视为“绝伦类”。朱熹在讨论庄子与佛教的差别时提到“庄子绝不尽，

佛绝灭尽了，佛是人伦都灭尽，到禅时义理都灭尽。”道衍援引《入楞伽经》“三界上下法，我说皆是

心，离于诸心法，更无有可得”与《华严经》“不取众生所言说，一切有为虚妄事，虽复不依言语道，亦

复不著无言说”等经句，称佛教并没有将“人伦都灭尽，义理都灭尽”。程明道担忧若人尽皆出家为

僧，则“天下却都没人去理”，是“与杞国忧天倾者，可同日而语”。至于程明道指佛教为异端，致使

儒家之道不明，道衍则认为道之不明“非惟佛老为异端之学而害之”，是由天运所造成的: “三代之

末，百家诸子竞起，角立淳厚之气日销，浇薄之风日长，莫非天运使然尔。若欲人心复古，不悖于道，

除是唐虞周孔复生，通乎神明，以化治天下则可也。”众生不入儒家而习其他学说者，是“各从其志”

而已。道衍批评程明道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一是因其“不曾多阅佛书”，若其尽阅佛教典籍，绝不

会对此提出异议。二是“存物我之心，滞于一偏”，不能摆脱藩篱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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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佛教观念辩护。程伊川指佛教使人“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如墙壁木石而于事无益，道

衍辩护“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是二乘与外道邪禅，后世禅祖亦“叱之为魂不散底死人”，大乘圆教与

此不同，“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程明道进一步说“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道衍则援引

《圆觉》“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是故说名轮转生死”之语，说明佛教强调的是生死解脱、于

轮转中见生死，而非是“以生死恐动人”。程明道指宋代佛教因谈性命道德而更能惑人，道衍说性命

道德也是佛教僧徒“不可一日无者”之“本分事”，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未曾断绝过山河、社稷、国土、

人民、君臣、父子等“相生相养之事”。程伊川指佛教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言鼓动人，道衍则指出

佛教与儒家之相同处:“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

心，未尝不同也。”程朱皆指“佛氏之言近理”，道衍则论“天下只有一个道理”，“纵使上古圣人，下至

近代诸子百氏，所说无出此一个道理”，即佛教之理与诸子百家之理是同一个理，是殊途而同归。针

对朱熹从华夷之辨说佛教自从传入中国“非但人为其所迷惑，鬼神亦被他迷惑”，道衍再次指出佛教

与儒家之理相同:“佛氏之教无非化人为善，与儒者之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无二也。僧劝

鬼神不用牲祭，是不杀害物命，此仁者之心。以此心相感鬼神，敬信而从之也。”或许正是因为佛教

的这些观念很有说服力，程明道担忧天下习禅成风而不能救。道衍直言“明道若救不得，不若相忘

于江湖”，而不必有如此之忧虑。朱熹忧虑佛教之盛已不能“拗得他转”，即使能守得一世不被佛教

所转，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道衍说“教之盛衰，系乎时运”，佛教的盛衰如海潮之涨落一样是

自然之势，非人力所能“拗得他转”。与对程明道的态度一样，道衍说“朱子何虑之深也”。

第三，对于佛教自私自利的辩护。道衍承认“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是二乘与外道邪禅，但大乘

佛教则显示出圆融的特征，理学学者也看到了大乘佛教在观念上与小乘佛教的不同，程明道云“昔

之惑人也，因其愚闇，今之入人也，乘其高明”，即是指大乘佛教对于知识分子的吸引力。道衍云:

“佛以慈悲方便，化度众生，皆令入无余涅槃，人虽有愚闇高明之殊，佛性一也。”道衍这句话只回答

了所谓“愚闇者可惑”的批评，却没有回复所谓“乘其高明”的批评，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值得辩护的，

大乘佛教就是以其圆融的义理吸引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在论及《华严经》的理事观时，程伊川承认

“未得道他不是”，这也是二程承认的佛教之高明处，程伊川却又将理事观归到自私上，道衍对此详

加阐述:“《华严》乃称性之极谈，一乘之要轨，三观圆照于无际。一玄总具于毛端，尘含法界，量无

广狭之殊。海印森罗，光绝钜纤之间，是不可思议之大法也。本然之理，周遍一切。……程夫子知

万理归于一理，而不知一理散于万事，重重无尽，无尽重重，自他不间于微尘，始终不离于当念。穷

玄极妙，非二乘凡夫之所能知也。然而百家众艺，无不圆该。外道天魔，悉皆容摄。涅槃生死，总是

空华。地狱天宫，皆为净土。若言为轮回生死怕怖而自私，谬之谬矣。大乘菩萨，不舍悲愿，出生入

死，为化度一切众生，虽在生死恶道之中，如游园观尔。”程明道说的“乘其高明”所指更多的是禅

学，禅学主要谈论心性，程伊川说禅学言性“犹太阳之下，置器其间，方圆大小不同”，太阳则并不动。

道衍说:“《首楞严》云‘五阴之识，如频伽瓶，盛空以饷他国，空无出入’，佛以此喻识情，妄有来去，

其如来藏妙真如性，正是太阳元无动静。”对于禅学的心性，程伊川又批评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

际却好，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知”，实际“实无所得”。道衍承认“今之有一等禅者惟弄口头”而

无实得，只在“士大夫座间供谈笑”，然“若以禅者一概如此”，又是“似鱼目混珍”。程伊川承认佛教

“亦尽极乎高深”，却又指佛教“免死生，齐烦恼”是“卒归于自私自利之规模”。道衍指出“自私自利

是小人所为”，佛、圣人清净寂灭之道非小人之自私自利。

第四，辨别二程与朱熹对于佛教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程朱对于佛教的一些不准确的评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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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否定佛教中一些重要经典。朱熹言《维摩诘经》“南北朝时一贵人如萧子良之徒撰”，道衍遂述

该经之译本云:“《维摩诘经》凡三译: 一吴支谦译三卷; 二姚秦罗什译，肇法师注七卷; 三《说无垢称

经》唐玄奘译六卷。三经本同译有异尔。此经惟谈不思议解脱境界，非下根小器之人得闻。”朱熹又

言如《圆觉经》、《楞严经》等许多内容“是文章之士添”，非佛陀所说。道衍则以史实反驳:“佛经不

曾有杜撰者，《圆觉经》是唐罽宾三藏佛陀多罗译至中国;《楞严经》中天竺沙门般剌蜜帝译至广州

制止寺，乌长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授。”又进

一步解释二经说:“此二经乃圆顿上乘，惟显佛之境界，菩萨修习此法门者，全性起修，全修在性，非

余小乘经之可同日语也。”( 二) 在否定某些佛经的同时，程朱对佛禅僧徒进行了否定。程朱都提到

佛教的寂灭是强要寂灭，实际上并不曾得寂灭。道衍说: “世儒言释氏寂灭，不知所以，但把寂灭做

空无看了，而不知佛书有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又曰‘诸法从本来，常自寂

灭相’。寂灭者，言此道不生不灭也。离生灭，求寂灭则不是，即生灭而证寂灭乃是，此即有为而无

为，无为而无不为也。”朱熹言宋代禅僧宗杲“做事全不通，点检喜怒更不中节”，道衍毫不留情地反

驳云:“晦庵所言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杲大慧，宋朝僧，资性高妙，参禅第一，自言我是参禅

精子法嗣。”宗杲看上去“做事全不通，点检喜怒更不中节”，实则是“生灭心灭，寂灭现前，嬉笑怒

骂，无非佛事”。宗杲在当时被士林称之为忠孝两全，“不阿秦桧为忠，俗家无后，为其立嗣，治家舍

以正彝伦为孝”。( 三) 朱熹批评佛教所谈实际乃中国之说，如“晋末以前远法师之类，所谈只是庄

列”。道衍云彼时士大夫所谈皆是庄列，佛教僧徒谈庄列不过是随顺当时时尚，并非是要剽窃庄列

之言。朱熹后来又再次说慧远、僧肇等“只是说庄老”，“后来人亦多以老庄助禅”。道衍辩护说:

“晋魏之时，儒释之文，俱尚老庄。彼时佛经翻译过东土来，润文之人，如《维摩诘所说经》，肇法师

注，并肇论其中行文用字，或出入老庄者有之。远、肇、道安、支遁辈，其文多尚老庄，其见亦有相似

处。故达摩过东土来，说个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扫荡义学，儒者言老庄助禅，则不然也。

且如维摩肇论，其文或似老庄，如《般若》《华严》《涅槃》《宝积》《楞伽》等大经，何尝有一言似老庄。

其立法自成一家，儒老二教，不曾有此说也。”朱熹评论佛教僧徒之知死只是告子的不动心，道衍说

“释氏古尊宿，死者多克日克期而去，载在方册，不可胜数”。

综上，二程与朱熹从纲常人伦到义理对佛教进行深入批评，道衍根据佛教观念和义理、史实一

一加以反驳。在这些反驳中，尽管小部分并不是很有针对性，但大部分有理有据，能充分阐述佛教

的观念与义理，展现了道衍深厚的佛教修养和学识。二程对于佛教的批评与道衍的反驳，有时又有

着意气之争。程伊川指责佛教“譬之以管窥天，只务直上天，惟见一偏，不见四旁，故皆不能处事”，

儒家“如平野之中，四方无不见”。道衍则反唇相讥，说真正以管窥天的是孔子: “佛以大圆镜智照

了虚空世界，尘毛刹海，无所不知，无物不见，所以佛十号中，有曰: 正遍知、明行足。若以管窥天者，

夫子自道也。”这样一些充满火药味的话语，自然引发程朱理学学者的愤慨。在反驳中，道衍更是使

用了许多对二程和朱熹相当轻蔑的话语，如二程“误解佛言”、程伊川对佛教“不愿从而师之亦陋

矣”、“程夫子何其谬哉”、“程子见之偏”、程子若知禅味“虽世有术如五侯鲭程子亦不嗜矣”、“谬之

谬矣”、“程夫子未之闻也”、“晦庵恐未见影在”、“此是朱子寱语”、程朱“昧其心也”、“晦庵盖未知

禅门中事，惟逞私意以诋佛”、“朱子何见之不明如此”、朱熹“涂污佛圣”等语，确实容易引起程朱后

学的不满和愤怒。尤其是道衍直指程伊川“偷佛说为己使”，更是为后世理学学者所不能接受。

《道余录》的最后，道衍引用了朱熹“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息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

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宴如”，认为既然对于朱熹来说“佛书暂得一阅尚有如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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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便直言朱熹“心中未必不信佛也”①。对朱熹信仰佛教的评断，程朱后学者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三

自明太祖朱元璋始，推崇程朱之学是明代既定的思想政策，成祖朱棣较之朱元璋“益张而大

之”。陈鼎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

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张而大之，命儒臣辑《五经四书大全》及《性

理全书》，颁布天下。饶州儒士朱季友诣阙上书，专诋周程朱张之说，上览而怒曰: ‘此儒之贼也’，

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曰‘毋误后人’。于是邪说屏息。”②永乐时献书被斥者不只有朱季

友，余继登记载有献《道经》者被斥事:“永乐初，有献道经者，成祖曰: ‘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

《道经》何用’，斥去之。既而谕侍臣曰: ‘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人主好尚稍不谨，憸人怀侥幸之心

者恣纵妄诞，以投所好，苟堕其计，将来流害无穷矣，故不得不斥。’”③尽管秉承了朱元璋佛道二教

皆能阴翊王度的政策，但从献道经被斥来看，朱棣更重视的其实是儒学。

朱棣尊崇孔子与孔子之道，说:“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

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救万世。”④其亲自撰写祭孔视学碑文，云:“( 孔子) 上以

承尧、舜、禹、汤、文、武之传，下以为后世植纲常，开太平于无穷。而世之极其尊崇之礼者，非于孔子

有所增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朕景仰宏谟，夙夜祗敬，思惟继承之

道，不敢迨遑。”⑤杨士奇称颂朱棣说“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⑥。朱棣进一步指出孔子之道“参

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

焉”，可以达到“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的功用，因此要“用儒道治天

下”⑦。《圣学心法序》中说善治天下者必以孔子之道与儒家之理，“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

壑，沛然莫之能御也”⑧。杨士奇有同样的以“道”治国治天下的言论，如“用一乡则道征于一乡，用

一国则道征于一国，用天下则道征于天下”⑨。与“道”相比，刑罚则仅是辅助手段，“刑者，先王不得

已以辅治焉耳，非恃此以为治也”瑏瑠。杨士奇这里所说的“道”显然是孔子之道与儒家之道。这样的

说法，一方面是杨士奇传统道学观念的自然抒发，一方面可能是对于朱棣的维护。

朱棣为更好地推行儒家之道，尊崇程朱理学，下令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朱棣谕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说:“《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

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

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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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道余录》原文，皆见《嘉兴大藏经》第 20 册，第 329—336 页。
陈鼎:《高攀龙传》，见《东林列传》第二卷，扬州，广陵书社，2007 年版，第 38 页。
余继登:《皇明典故记闻》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一。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二。
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一《朴斋记》。
转引自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九载朱棣《御制重修孔庙碑》，四库全书本。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
杨士奇:《东里集》卷三《送钟用之还苍溪序》。
杨士奇:《东里集》卷五《送林正行序》。



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①十五年( 1417) 三月，朱棣在向六部、两京国子监和

天下郡县学诏颁三部大全时说:“此书，学者之根本，而圣贤精义悉具矣。自书成，朕旦夕宫中披阅

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学者，苦难得书籍，如今之学者得此书而不勉力，是自弃也。尔礼部以

朕意晓谕天下学者，令尽心讲明，毋徒视为具文也。”②令各部门尽心讲明，是要将朱棣的道学思想

向天下宣讲。朱棣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中说自伏羲以至文、武等圣王，无不是“以道治天下”，世

之不治即因“道之不行”，编辑三部大全就在于明“道”:“朕缵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鸿业，即位以来，孳

孳图治，怕( 惟) 虑任君师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功( 切) 思帝王之治，一本于道。所谓道者，人伦日

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也。厥初圣人未生，道在天地; 圣人既生，道在圣人; 圣人已往，道在《六经》。

《六经》者，圣人之治迹也。”穷理明道的目的则在修身治国: “《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

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经》之道不明，则人之心以术不正，而邪说暴行侵夺蠹害。……遂命工锓

梓，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

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③三部大全的编纂，标志着程朱之学的统

治最终确立，《四友斋丛说》卷三云:“成祖既修《五经》、《四书》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

为的”④。

三部《大全》颁行之后，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急务，视《六经》为可

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 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习也。惟是而言，《尚

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鼓鸣而攻之。”⑤《宋明理学史》评论说:

“朱学的成书编辑在《大全》之中，朱学的理学思想被奉为‘一道德而同风俗’的理论指导，八股取

士，代圣贤立言，必须以《大全》为依据。”⑥朱棣用三部《大全》将全国举子的思想固定在程朱理学

上，《剑桥明代史》评论说:“通过指导帝国的学生集中精力来学习钦定精选的经书和新儒学学识的

方法以准备科举考试，他能够运用一种巧妙的思想控制方式，以保证学生符合他的标准”⑦。

明初儒学之士本皆为朱子之支流后裔，朱棣对程朱理学的强力推行，使得当时儒士更加谨守程

朱之绳墨而不敢有丝毫疑议，使诸儒“矩矱秩然”“无敢改错”。在如此情形下，竟然有道衍撰写出

《道余录》这样对程朱大力批评的著述，并且公开刊刻发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道余录》能够刊刻发行，推测其原因，一者道衍是朱棣所宠信的重臣，二是朱棣对于佛教在一

定程度上的支持和保护，三则《道余录》只是对二程与朱熹对佛教的批评的批评，并非针对其理学本

身的批评。《道余录》对二程和朱熹的批评，看上去是道衍对理学的极大不满，但实际上道衍对于儒

学具有很深的感情，如《游定州学》诗云:“中山名郡匪当时，黉舍萧条亦可悲。雪浪翻腾苏子石，丹

青零落魏公祠。无门过客听弦诵，庭有诸生治礼仪。顾我为僧虽异教，做来惆怅一题诗。”⑧由道衍

作为一个佛教徒对儒学的“惆怅之情”来看，道衍批驳的不是儒学，只是对二程和朱熹指摘佛教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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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六，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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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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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作为佛教徒，道衍的这种不满是合理而可以理解的。如上述所引文献中，道衍的《道余录》因其

对二程和朱熹的批评引起了众多的批评与不满，清人的不满尤甚，四库馆臣在《逃虚子集》提要中说

“是其书( 《道余录》) 之妄谬，虽亲昵者不能曲讳矣”，并直指朱棣之即位为“篡立”，道衍为“谋逆”，

因此尽管道衍“诗清新婉约，颇存古调”，却因其“谋逆”而与严嵩一起“为儒者所羞称”。《道余录》

中对二程、朱熹的驳斥与持论的“尤无忌惮”，便更为“儒者所羞称”了。明后期的李贽，对道衍和

《道余录》极为称赞，云:“公有书名《道余录》，绝可观，漕河尚书刘东星不知于何处索得之，宜再梓

行，以资道力，开出世法眼。”①现存的《道余录》即署逃虚子姚广孝著、卓吾李贽阅，以李贽的观念来

看，《道余录》确实是“开出世法眼”之书。黄宗羲对于程朱对佛教的批评与道衍的态度相同，云:

“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

无遁影。”②入清后随着对道衍和《道余录》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和驳斥，对道衍的客观评价成了不

可饶恕的罪状，昭梿《啸亭杂录》指责王鸿绪对道衍的宽恕云: “王尚书鸿绪……近读其《明史稿》，

于永乐篡逆及姚广孝、茹瑺诸传，每多恕辞，而于惠帝则指摘无完肤状。盖其心有所阴蓄，不觉流露

于书，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③。

尽管能够为《道余录》的刊刻找出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此书对二程和朱熹的讨伐以及由此引起

程朱理学学者巨大的愤慨和讨论是不争的事实。一以程朱之学为统一思想的朱棣对道衍和《道余

录》的宽容，确实令人费解。《道余录》的存在，显示出永乐时期的儒学与思想领域并非是程朱理学

一统的局面，儒学之士的思想中仍有“异数”在显现。

一般认为，明代的理学从陈献章开始分野，王阳明的出现使得心学大盛，“宗献章者曰江门之

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 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其教大行”④。《明史》儒林传遵守程朱“矩矱秩然”之语就是典型的代表，许多研究著述对明代前

期的理学状况基本上省略不述，如陈来《宋明理学》对于明初理学仅以“明前期是朱学占统治地位

的时期”⑤之语概括，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对于明初的思想史仅指出明初理学就是以朱学为依归，

“功夫途径皆不出朱学范围”⑥。这样的看法自然没有大问题，但在陈献章之前的思想领域中，“异

数”其实一直存在着。如明初的宋濂，学统上秉承程朱理学，其思想却是调和朱陆两家之说，详细可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三章。谨守程朱理学藩篱的胡居仁等人，就有许多与程朱不同

的话语。胡居仁批评儒者“以训诂务博为业，以注书为能传道，使世之学者浅陋昏昧，无穷理力行之

实。”⑦稍后的何良俊批评说:“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

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⑧，显然是对谨守程朱专注的不满。

胡居仁在论心与理时主要阐述的是程朱之说，如说“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古今说‘仁’字

惟此最亲切”，便是引述与评论程子之说，但说到“心与理本一”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心学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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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85 页。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
昭梿:《啸亭续录》卷三，见《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449 页。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第 7222 页。
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69 页。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 页。
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与罗一峰》，四库全书本。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第 22 页。



彩，如云“心与理本一，心虽虚理则实，心中无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内”①，就差说出“心即理”之语

了。同样是谨守程朱的曹端说“《六经》、《四书》，圣人之糟粕也，始当靠之以寻道，终当弃之以求

真”②，又说“事事都于心下上做功夫，是入孔门底大路。”③罗伦说: “目之视，耳之听，手之持，足之

行，吾圣贤也; 饥之食，渇之饮，冬之裘，夏之葛，宫室之，居吾圣贤也; 喜怒好恶，日用种种，吾无不圣

贤也，独吾之心不可以圣贤哉? 所以为之不必删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群圣以垂宪万世也，不过求

诸吾心，致谨于动静语黙、衣服饮食、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以至辞受取舍，仕止久速，无不合

乎圣贤已行之成法而已。”④这些话几乎就是陆九渊之语的翻版，曹端甚至说“是心也，即天理

也”⑤，是对陆九渊“心即理”的复述。

上述所说的这些情况，侯外庐等在《宋明理学史》中已经注意到，“在明代前期也有一些理学

家，他们固然是宗奉程朱，但不是徒守吟诵。他们往往以一种‘体认’的方式，发其新义。而其中又

因为各自的‘体认’不同，‘所得’不同，使得明代前期的理学，也呈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作者列举

这样的理学人物有刘基、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比如宋濂，被称为明初文臣之首，也

被佛教徒视为护法者，他的学说折中朱熹与陆九渊二家之说，因此他的理学观念虽然以朱熹之说为

主，却又有佛教与心学的观念。因此《宋明理学史》中又说: “通观有明一代前期一百多年的历史，

虽然有三部理学《大全》的钦定，独尊程朱，但就程朱理学思想来说，宋濂的‘佞佛’，方孝孺的戆迂，

曹端的《戾说》，在他们对朱学的‘体认’中，与朱学往往不能合辙，有的甚至对朱学是‘得其半而失

其半’。”⑥侯外庐等人的这个说法符合明初理学的客观实际，明初的理学确实并非是程朱学一统江

山，其中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

杨士奇的学术思想亦如此，他崇奉程朱，但在一定程度上折中朱陆。如杨士奇论宋代“君臣一

德”云:“三代而下，以仁厚为治者，莫踰于宋; 宋三百年，其民安于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当时

君臣一德，若韩、范、富、欧号称人杰，皆以国家生民为心，以太平为己任，盖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

时，论其功，景仰歆慕之无已也。而当时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于小人，不能久安于中，

或暂黜而遽还，或屡摈而复用，而终能显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欧阳文忠公以古文奥学，直言正

行，卓卓当时，其凛然忠义之气，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⑦杨士奇在这里不再去陈述“孔子之教”

或“孔子之道”，而是说作为士大夫而言，重要的是“知有君”、“知有道”。《宾壶堂记》中说“天理在

人心，自有所不能已也”⑧的“天理”，或许就是“知有君”、“知有道”。“知有道”之“道”的内容，当

然可以是“孔子之道”，实际上可能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朴斋记》云:“民之初生，赤子之心纯而无

伪，既长而欲动，则私意日滋，向之纯而无伪者日丧，故孔子之教亦使复其初耳。纯之所以名同‘绘

事后素’之旨。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体诸心，诚诸行，不使有一息之或间、一事之或戾，以

仰副文皇帝之心，而不忝乎纯。”⑨文皇帝之心是孔子之心一句，虽是在强调孔子之道，不过开始的

“民之初生，赤子之心纯而无伪”一句却含有陆九渊心学的成份。人初生“赤子之心纯而无伪”，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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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居仁:《居业录》卷一，四库全书本。
转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1068 页。

⑤ 转引自《明儒学案》卷四十四，第 1065 页。
罗伦:《一峰文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册，第 2、4 页。
杨士奇:《东里集》卷二。

⑨ 杨士奇:《东里集》卷一。



着生长而私欲滋生，导致“纯而无伪者日丧”，孔子之教是使人之心“复其初”，这些观念与后来王阳

明以及王门后学诸人之看法完全一致，当然杨士奇以及明初士人的这种观念应该来自陆九渊、杨简

等人的说法。这里表现出来的，不再是纯粹的僵化的程朱理学观念，显示了杨士奇在道学观念上对

程朱理学和陆九渊、杨简之说的中和。

杨士奇道学观念中的心学色彩，还体现在对“人皆可为尧舜”的肯定上。《梁纪善墓志铭》中，

杨士奇援引梁纪善饬学者之语云:“人皆可为尧舜，夫学则圣贤可至，不学则陷没为庸下人，若之何

甘自弃也。”①援引“人皆可为尧舜”之语，实际上可以看作他赞同这句话，认为只要潜心于“学”则

圣贤“可至”、“人皆可为尧舜”。《贫乐诗序》中说:“盖天理具于吾心，吾奉而行之，无所违以至于仰

不愧俯不怍，其中泰然，将无往不乐矣。富贵贫贱自外至者，恶足以动其中也。”②“天理具于吾心”

之言，虽然不同于“心即理”，却能看出杨士奇在这方面的看法与陆九渊的观念很接近。

杨士奇道学观念中的心学成份，可能来自于吴澄的影响。吴澄作为朱熹的三传弟子，在道学观

念上却是“和会朱陆”。《宋明理学史》评论说: “在饶鲁之后，其学传至吴澄。吴澄在‘和会朱陆’

中，比起饶鲁来说，走得更远一些，以至有‘宗陆背朱’之嫌。”③在吴澄的影响下，杨士奇的道学具有

陆九渊心学的成份一点也不奇怪。仔细分析，杨士奇道学观念中体现出来的心学色彩，在本质上与

陆九渊之说还是不同的。在《梅溪书室记》中有“道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彝伦日用之间”④之语，言

天理行于人伦日用中，与陆九渊、杨简等心学家的看法不同。陆九渊认为“日用之间，此理之根诸心

而不可泯灭者，彼固或存之也。”⑤是说天理根于人心，而在日用之中表现出来。杨简《谒宣圣文》中

说“此心澄然，虚明无体，广大无际，日用云为，无非变化，乃即日用平常实直之心即大道”⑥，言日用

中所行之心即大道、天理。尽管本质上有这样的差异，杨士奇的心学色彩却仍可以被看作是永乐时

期儒学与思想界程朱理学一统下的“异数”。

明初的宋濂、杨士奇、胡居仁、曹端等人道学观念中体现出来的心学成份，尽管与陆九渊心学并

不完全一致，却仍然反映出明初尤其是在永乐时期通过编纂三部《大全》的方式强化程朱理学统治

的状况下，心学一直不绝如缕地存在着。道衍以及《道余录》的存在，表明永乐时期对于程朱之学的

勇敢批评，尽管这种批评是基于道衍的特殊地位。这两种不同于程朱之学的道学存在，表明了永乐

时期儒学与思想界隐含的复杂或者说是多样的形态。

( 责任编辑: 公 羽)

·911·

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士奇:《东里集》卷二十。
杨士奇:《东里集》卷五。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册，第 721 页。
杨士奇:《东里集》卷一。
《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第 17 页。
杨简:《慈湖遗书》卷四，四库全书本。


